
楔子：袁文才、王佐之死

曾經活躍於井岡山地區的土匪首領袁文才和王佐，有8獨特的人生經歷。

1928年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進入井岡山地區後，袁、王的土匪武裝被改編和

吸收，袁、王二人為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史上第一個革命根據地井岡山

根據地的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距袁、王部隊改編僅僅兩年，1930年2月

中旬，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和中共江西省永新縣、寧岡縣委員會主要成員密

議，以開會為名將袁、王從部隊誘出，在2月23日凌晨突襲二人下榻的旅館。袁

文才當場中彈身亡，王佐聽到槍聲後慌忙出逃，黑暗中不慎落河溺斃1。

事發後一個月，1930年3月29日、中共贛西南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

會，以事後追認的方式對處死袁文才和王佐一事做出決議。與會代表一致認

為：袁、王反對分田（土地再分配），反對蘇維埃政權建設，並與茶陵縣靖Ð團

（又稱挨戶團）相勾結，挑起事端，意欲危害紅色政權2。4月27日，紅五軍軍事

委員滕代遠在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報告中亦稱，袁文才和王佐「土匪之性不改萬分

之一」，應絕大多數民眾和中共地方組織的要求將二人擊斃3。袁、王一案由此

被定性。袁、王冤案的平反昭雪則是幾十年後的事情。

由於袁、王二人奇特的命運以及二人在中共革命歷史上所佔據的重要位

置，這一事件吸引了不少中外研究者的關注，至今已有大量研究論著問世4。其

中尤其值得注目的是中共寧岡縣委員會的〈關於錯殺袁文才、王佐的調查報

告〉。作者在細緻的事實調查的基礎上闡述了事件的過程，將事件的原因主要歸

結為以下三點：（1）中共黨內的「左傾」路線；（2）井岡山地區土籍和客籍的對立；

（3）袁、王部隊的不良習性。〈報告〉還認為，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對事件也負有

一定責任5。

本文的目的不在於探討袁、王被殺事件的經過和二人的死因，而是通過二

人「土匪—紅軍將領—革命家」的奇特生涯，揭示中共革命的地域特徵、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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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黨內意識形態鬥爭和地域社會原有的社會對立之關係，進而試圖將革命這一

堪稱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置於地方性語境中，對其進行社會史的

再考察。

一　尋找革命的載體：土匪與紅槍會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中共革命勢力受到重創，為了反擊國

民黨的軍事獨裁，中共選擇了軍事對抗，革命重心開始由城市轉向農村。這

樣，土匪和紅槍會等農村地區的民間武裝勢力，就成為中共尋找革命載體時不

可忽視的存在。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給地方黨組織的指示中，強調北方的紅槍會、大刀

會和南方的三點會匪是民眾動員工作的對象6。8月3日，在關於秋收暴動的行動

大綱中，規定要聯絡包括土匪、會黨在內的所有農村武裝力量舉行暴動7。在數

日後的「八七會議」上，中共又重申了聯合以貧農為中心的包括失業農民、會黨

等勢力的方針8。可見，中共把流氓無產者和會黨定位為農村社會的邊緣性存

在，視其為潛在革命力量，從此，對土匪、會黨等的工作成為中共在秋收起義

以及其後的蘇維埃根據地建設中的重要內容。

最早開始執行中共中央方針的是中共湖南省委員會。8月9日，中共中央指

示湖南省委要擴大黨的組織，並大量吸收參加秋收起義的人員，即使是會匪，

只要具有革命傾向，就應該大量吸收進黨內9。8月23日，中共中央進一步指

示，在邊界的西部地區準備組織土匪、農民武裝，當湖北省的部隊進入該地區

後舉行大規模暴動bk。8月29日，中共中央做出〈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提出了

利用土匪、會黨的具體方法：把土匪置於農民協會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之下，

使之作為暴動的輔助力量，在暴動成功後將其改編和吸收bl。10月5日，中共湖

南省委員會對下屬的黨組織發出關於組織暴動的指示，進一步明確了中共中央

的方針。湖南省委指示的大意如下：應該和土匪、會黨密切合作。在所有展開

活動的地區與會黨聯絡，宣傳土地革命以求得他們的幫助。把沒收的土豪劣紳

的財產分給他們，允許他們自己組織農民協會。共產黨方面的人可以加入土匪

組織，並使土匪加入黨的組織，最後在土匪組織中建立起與其他黨的支部不相

接觸的特別支部bm。

1927年秋收起義之際，中共非常重視土匪和會黨，為了推動起義的成功甚

至視其為革命性的力量。但是，就中共的階級革命理論而言，土匪和流氓無產

者並不是革命階級，會黨組織的原理也不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要求。為了消弭

中共革命意識形態和中共土匪政策之間的緊張，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

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六大」），從無產階級（工農）革命的立場出發，批

判秋收暴動是缺乏民眾動員基礎的軍事冒險，並修正了以往利用會黨和土匪的

政策。「六大」決議案中關於紅軍和土匪的關係問題有幾點值得注意：與土匪或

者類似團體的聯合只限於武裝起義以前，武裝起義後應該迅速解除其武裝，並

對其嚴厲鎮壓，這是維持地方秩序和防止反革命首領復辟的有效手段。應該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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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關於紅槍會、大刀會等農民武裝問題上，「六大」決議指出，應該聯合

這些組織，利用一般會眾和首領之間的矛盾對立，使其組織解體，改編並吸收

其武裝到紅軍Y。決議還指出，對於紅槍會等帶有宗教迷信色彩的農民武裝，

在以民主化的口號展開工作、吸引紅槍會群眾的同時，要暴露其首領的行為，

把首領從群眾中孤立出去。堅持把紅槍會武裝改編為紅軍的做法，如果紅槍會

武裝在對敵作戰之際嚴守紀律並忠於新政權，則可以保留其長期存在bo。

不難看到，在對流氓無產者與農民問題上，中共的方針是區別對待：對於

由前者構成的土匪，在利用其武裝力量進行暴動後即將其肅清鎮壓，而對由後

者構成的紅槍會則採取了改造和吸收的方針。「六大」決議案從莫斯科傳到中國

國內後，在各蘇維埃根據地引起了大小不等的震蕩。在一部分根據地，中共的

土匪政策由於和地域社會原本存在的社會矛盾糾纏在一起，最終發展成意識形

態名義下的族群復仇。井岡山根據地就是典型例子。

二　「土客」對立與貧富矛盾：井岡山地區的社會特徵

井岡山位於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的羅霄山脈中部，因作為毛澤東革命的發

祥地，而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上倍受矚目。包括寧岡、永新、遂川等縣在內

的井岡山地區，歷來是土匪出沒之區。關於該地區的社會關係，毛澤東在1928年

11月〈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Y是這樣分析的：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之

地，60%以上的土地握於地主之手，農民佔有的土地在40%以下。在江西省，

土地尤為集中的地區是遂川縣，大約80%的土地屬於地主。永新縣次之，地主掌

握了約70%的土地。寧岡縣等地雖然自耕農不少，但是地主佔有的土地仍然很

多，約為60%bp。井岡山地區遠離湖南、江西兩省的政治中心，地方宗族勢力具

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地區性的貧富矛盾往往為族群對立所掩蓋，其中「土籍」

和「客籍」——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對立最為激烈。居住在平地的土著民在經

濟上相對比較富裕，而住在山地的移住民則多貧困，因而為匪者甚眾。在這份

調查報告中，毛澤東對於「土籍」與「客籍」的對立論述道：這兒的土著民和數百

年前從北方移居而來的移住民之間存在很大嫌隙，積怨甚深，故而時常發生激

烈爭鬥。移住民的分布從福建和廣東交界，沿8湖南和江西兩省的邊界，直到

湖北省南部，人數約為數百萬人。移住民以山地為居所，遭到佔有平地的土著

民壓迫，在政治上沒有任何權利bq。

對於井岡山地區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對立問題，1929年2月一度佔領井岡山根

據地的國民黨何健部隊的兩個師長，則提出了與毛澤東的報告相反的看法。他

們認為，井岡山地區的民眾分為「土籍」和「客籍」，「土民勤耕自食，客籍狡黠好

亂，袁文才王佐兩匪即其尤者，此輩客民似宜遷之他方」br。

毛澤東紅軍和何健部隊屬於兩軍對立的集團，在井岡山地區的利益歸屬也

根本相異，自然對井岡山社會有截然不同的認識。關於井岡山地區土著民和移

住民關係的第三種意見，可以從1931年8月30日刊載在《江西民國日報》上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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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寧岡「土籍」與「客籍」的文章中窺見一二。據出身於寧岡縣的文章作者石鑒

稱，寧岡的土著民和移住民對立可以上溯到明末，寧岡縣原屬永新縣，明末改

為永寧縣，成為獨立的行政單位，民國成立後始改稱寧岡縣。本來居住在永新

縣的都是「本籍」，後來從廣東、福建移居而來的民眾成為「客籍」，他們使用故

地的方言，移住民和土著民在交往中產生的矛盾不斷深化，進而發展為互相對

立。石鑒繼續說道bs：

久之禍亂相尋，仇讎相目，加以本籍人數較多，故操縣政者亦多。於是客

籍人夙懷故恨，誓不戴天。每當國家蜩螗之秋，附亂旋起，攻城攻鄉，必

盡殺本籍以為快，並能聯合附近數邑之客族，飲毛踐血，固結團會。

在此，應該注意的是，移住民為了對抗土著民而歃血結盟之事，這種方式必然

也會為土著民所使用，以便對抗移住民，歷史上華南地區是以天地會為代表的

會黨活躍的地方，在宗族械鬥時，經常可以看到天地會歃血為盟的儀式。

通過上述觀察，我們基本上可以確知井岡山地區存在8兩種社會矛盾：土

著民和移住民的對立以及貧富之間的對立。限於資料，我們還不十分清楚它們

展開的形式及其相互關係，但是從下文論述中可以看到，族群矛盾致使貧富矛

盾呈現為複雜的樣態，並不像上述觀察者所說的土匪都由移住民構成，成為土

匪的人既有土著民出身者，也有移住民出身者，至於蒙受土匪危害的則「不論土

客」bt。這就是說，在既往的「土籍」與「客籍」對立之外，由貧富差距而產生的對

立也非常明顯。袁文才和王佐是當時井岡山地區遠近聞名的十幾個土匪的典

型，他們的身世也反映了這一特點ck。

袁文才（1898-1930），別名選山，又曰選三，是寧岡縣茅坪馬源村出生的移

住民後代。幼年時期，袁斷斷續續地上過村塾。他的家庭曾經蒙受土著民地主的

壓迫。1917年，袁的妻子為劣紳謝冠南的兒子搶走，這件事加深了他對土著民／

地主的仇恨。1921年，袁考入了永新的禾川中學，因父親病故，後被迫輟學。

1923年，袁和本地土匪胡亞春（移主民）結拜為兄弟，加入胡率領的土匪集團「馬

刀隊」。袁能讀會寫，長於謀略，不幾年便取胡而代之，成為「馬刀隊」首領。

王佐（1898-1930），別名王雲輝，字南斗，出生在江西省遂川縣下莊村貧困

農家。王佐的父親是土著民，母親范氏則是移住民cl。王自幼失怙，被寄養在母

親的伯父——移住民的家Y。十五歲那年，王開始學習裁縫技術，兼及拳法。

1923年，王佐和井岡山土匪首領——移住民朱孔陽（廣東人）相識，做了朱的「水

客」（密探）。翌年，王佐離開朱，獨立組織土匪武裝，很快成了井岡山地區遠近

知名的土匪。1925年，王佐的土匪部隊一度被遂川縣保Ð團改編，但是他很快

又返回了綠林。其後，王與袁文才相識，結拜為兄弟。

可見，在土著民和移住民激烈對立的寧岡縣長大的袁文才，作為移住民土

匪的領袖，他是通過聯合當地的移住民土匪組織自己的部隊攻擊土著民地主

的。王佐的故鄉遂川縣隔8井岡山和寧岡縣接壤，這Y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對立

不如寧岡縣激烈。王佐出生在土、客籍混雜的家庭，他的土匪武裝族群色彩也

不那麼明顯，據說他常常聯合當地的王、羅、李、郭諸家族一起行動cm。我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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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籍」與「客籍」對

立之外，由貧富差距

而產生的對立也非常

明顯。



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不清楚這幾個家族的具體情況，但是從王佐的父親是土著民看，大概可以說

「王」姓家族不是移住民。因此，與王佐相比，袁文才的經歷和土匪武裝比較深

刻地反映了井岡山地區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對立，正因為如此，在井岡山革命化

的過程中，袁文才的行為帶有、或者說被賦予了強烈的族群色彩，這成為袁文

才較王佐更為永新縣和寧岡縣土著民出身的中共幹部怨恨的原因所在。

三　「土籍的黨、客籍的槍」：革命化的井岡山

其時，寧岡縣和永新縣的中共黨員以土著民佔大多數。土著民經濟上比較

富裕，其子弟比之移住民的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機會。一部分土著民的子

弟在長沙、吉安、南昌等大城市學習期間受到共產主義思想影響，參加了共產

黨組織，他們返回故鄉後便開展農民運動。關於宗族在井岡山地區中共組織內

的影響，毛澤東指出，該地區的社會組織到處都是同姓同族組織。從村子Y的

黨組織構成看，大多數都是由同姓黨員組成的一個細胞，細胞會議彷彿同族會

議cn。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在提交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也說道，邊區如強

征人夫般地招收黨員，往往一個村有一個黨支部，支部開會的時候，簡直就是

在開家族會議。蘇維埃組織也一樣。這是邊界工作難以展開的主要原因co。也就

是說，中共借助宗族勢力擴大了黨組織，宗族勢力反過來又阻礙了黨的進一步

發展。在以宗族勢力為基礎建立的黨組織中，我們還不甚清楚土著民與移住民

所佔的比重，楊克敏的報告稱，中共寧岡縣黨委管轄的四個地區中，有三個在

平地，一個在山地cp。就此而言，可以說，平地的土著民佔了大半，這種情況應

驗了後來流傳的「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的傳言。

在寧岡縣，最先向袁文才示好的是中共幹部土著民出身的龍超清。龍超清

家境富裕，其父係江西省議會議長。龍在南昌就讀時受國民革命的影響加入了

共產黨，其後返回故鄉寧岡從事發展黨組織的活動，首先在家鄉組織「文明

社」，和代表地主利益的當地「新民社」對峙。龍利用父親的影響力，勸說縣長沈

清源和當地駐軍軍閥部隊的營長劉漢濤把袁文才的土匪部隊收編成縣保Ð團。

1925年9月，袁以不交武器為條件接受了改編，就任縣總保Ð團團總，率三十人

餘人駐紮在茅坪。

1926年7月，乘國民革命政府的北伐軍進入湖南、江西之機，袁文才在龍超

清的授意下，於寧岡縣起兵回應北伐軍，趕走縣長，設立寧岡縣行政委員會。

龍任主席，袁為農民自Ð軍總指揮。袁部隊以打倒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

為口號，數次擊退地主武裝的進攻。是年末，袁文才在龍的介紹下加入了共產

黨。翌年，國共合作破裂後，袁文才返回井岡山，重新開始土匪生活。關於井

岡山地區中共與土匪的結合，毛澤東在前述報告中說道：對前年（1926年）和去

年的國民革命，移住民表示歡迎，認為終於可以重見天日了。但是，革命失敗

後，移住民依然和從前一樣遭受土著民的壓迫。從前年到去年，寧岡縣的土著

民革命派和移住民結合後，接受共產黨的指導，推翻了土著豪紳的統治，掌握

了全縣政權cq。

中共寧岡縣黨委管轄

的四個地區中，有三

個在平地，一個在山

地。中共黨員之所以

在土著民佔大多數，

是因為他們經濟比較

富裕，其子弟在城市

學習期間受共產主義

思想影響而加入共產

黨。關於井岡山地區

中共與土匪的結合，

毛澤東在一個報告中說

道：對前年（1926年）

和去年的國民革命，

移住民表示歡迎，認

為終於可以重見天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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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超清與袁文才之所以能夠超越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對立結合起來，蓋因

二者都有打倒地主支配的共同目標。但是，二人的結合並沒有改變地方社會存

在的固有矛盾。毛澤東率領的紅軍進入井岡山後，隨8革命政權的建立和擴

大，地方社會的土著民和移住民的歷史對立內化為革命政權內部的路線鬥爭，

曾經聯手交好的龍、袁反目成仇。龍竟成為把袁推向死路的一個重要因素，這

是後話。

秋收起義失敗後的1927年9月，毛澤東率七八百人的紅軍部隊退至江西省永

新縣境內，在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把構成複雜的農民軍隊改造為

置於中共統一指揮下的軍隊。與此同時，毛澤東為了將革命據點設立在易守難

攻的井岡山，展開拉攏袁文才和王佐土匪武裝的工作。袁文才對於毛紅軍的到

來起初十分警戒，將部隊帶到茅坪的崇山峻嶺Y。但是，毛為表示對袁沒有惡

意，贈給袁一百枝來福槍，還幫助袁訓練部隊。進而，毛澤東通過袁文才接近

王佐，送給王七十枝來福槍。為了進一步取得袁、王的信任，毛派幹部何長工

到王的土匪部隊Y幫助王，還消滅了王佐的宿敵地主尹道一的民團，通過這些

細緻的工作，終於消除了王佐對紅軍的疑慮。1928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的土

匪部隊接受紅軍改編，成為紅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同年6月，改為紅四軍第

三十二團），袁、王分別擔任團長、副團長之職。這個改編在中共革命歷史上具

有重大意義，以此為契機，井岡山成為中共革命向全國擴散「星星之火」的發祥

地。

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可以看到，在改編袁文才、王佐部隊過程中，中共寧岡

縣、永新縣委員會的作用極其有限。寧岡縣委員會書記龍超清僅僅是作為袁文

才方面的代表和毛澤東接觸的。袁文才、王佐最終決定接受紅軍的改編，除了

上述中共方面的細緻工作外，還同毛澤東個人的領袖魅力分不開。王佐非常欽

佩毛的學問，袁文才曾說只服從毛委員的命令。在有關袁文才和王佐的資料

Y，充滿了這類回憶和記述。應該注意的是，在幾乎所有業已意識形態話語化

了的資料Y，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細節，即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隊在被改編

後，仍然繼襲了原來的內部結構，持有一定範圍自由行動的特權。1965年5月，

當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望8青山依舊、故人不在的崇山峻嶺，曾向隨行的

汪東興等人講述了這個細節cr。

井岡山地區盤踞8大小不等的各種土匪集團，它們各有地盤，常常聲氣相

通。可以推知，袁文才、王佐土匪武裝被紅軍收編，在井岡山的土匪群落中

引起了巨大震動，加速了土匪群落的分化整合，大量土匪武裝——大多是移住

民——被改編吸收到革命軍隊Y，從而形成了「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的革命化

井岡山的新格局。袁、王指揮的第三十二團的士兵絕大多數都是移住民子弟，

掌握8寧岡縣的軍事權。與此相對，中共寧岡縣委員會的成員基本上都是土著

民子弟。在井岡山蘇維埃政權建設過程中，這種格局對井岡山固有的土著民和

移住民對立產生了怎樣的作用呢？或者反過來說，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對立在革

命化的井岡山又呈現出怎樣的樣態呢？〈關於錯殺袁文才、王佐的調查報告〉談

到三件事情，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到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對立在革命展開過程中被

激化。第一、圍繞人事權的對立。寧岡縣勞農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土著民

王佐非常欽佩毛的學

問，袁文才曾說只服

從毛委員的命令。

袁、王土匪武裝被紅

軍收編後促使井岡山

土匪群落的分化整

合，大量土匪武裝被

改編到革命軍隊�。

袁、王指揮的第三十二

團的士兵絕大多數都

是移住民子弟，掌握

1寧岡縣的軍事權；

而中共寧岡縣委員會

的成員基本上都是土

著民子弟，從而形成

了「土籍的黨，客籍

的槍」的革命化井岡山

的新格局。



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出身的文根宗，文任期結束後，移住民出生的甘金皇繼任主席之職。但是，一

個月後，土著民佔多數的黨委員會以甘知識水平低為由將其罷免。第二、圍繞

「打土豪」的對立。寧岡縣農民協會決定以八個土豪為鬥爭對象，其中土著民

六名，移住民二名。對此，土著民出身的黨員深為不滿。第三、燒毀巽峰書院

事件。寧岡縣土著民與移住民積怨甚深，各自的子弟在不同的學校上學，巽峰

書院係土著民子弟學校，袁文才以該書院係土豪劣紳的大本營而將其一把火燒

盡，這激發了龍超清等土著民出身黨員的不滿。

上述三個事件各有不同的意義。人事權之爭涉及革命化後井岡山土著民和

移住民的政治利益分配問題，以往由土著民一手包攬的縣政權，如今移住民不

僅走進了新政權，而且還要與土著民共享權力。土著民幹部以甘金皇知識水平

低，缺乏領導能力而將其罷免，不無道理，但是由於涉及到土著民和移住民微

妙的權力分配問題，這件事轉化為舊有的土著民和移住民的矛盾對立。「打土

豪」是蘇維埃革命吸引貧苦民眾的最有效手段，按照井岡山土著民富裕者居多、

移住民貧窮者甚眾的舊有的格局，不難想像土著民出身的地主居多。農民協會

決定先打哪家土豪，自然有一定的客觀依據，可是土著民對於這一決定的解讀

是不同的，他們對土豪人數比例的執8表明，他們要把革命鬥爭納入到舊有的

族群關係平衡之中。燒毀書院堪稱最有象徵意義的事件，袁文才的行動被解釋

為摧毀了土著民的文化象徵。應該承認，如果以革命的價值取向為參照，三個

事件的發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事件背後不僅浮動8族群矛盾的影子，而

且不同族群對事件的解讀也不相同，他們不單單是在「階級」利益的範疇Y進行

革命，還是在固有的族群利害關係上來把握革命鬥爭方向的。

如此一來，井岡山的革命化在深化，革命化的井岡山族群矛盾也在激化。

上述事件都發生在1928年這一年。在革命鬥爭籠罩下的族群利益爭奪中，掌握

兵權的「客籍」佔了上風，掌握黨權的「土籍」暫居下風，如果沒有外來力量的干

擾，這種局面肯定還會持續下去，這顯然不是土著民黨員幹部所期待的，他們

在等待8對移住民——掌握兵權的「客籍」——泄憤的一天。1929年1月，在相距

萬里之遙的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決議，歷時半年終於傳達到了偏僻的南部

中國山區井岡山，土著民的「黨」終於有了向移住民的「槍」發難的機會了。

四　意識形態鬥爭與「土客」對立：袁文才、王佐之死的背後

在「六大」決議傳達到井岡山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最初反應是怎樣的

呢？還是先看看根據地紅軍的構成吧。其時，紅軍由四支力量組成：（1）秋收

起義失敗後毛澤東的部隊；（2）由袁文才、王佐等當地土匪改編而來的部隊；

（3）朱德、陳毅南昌起義失敗後的部隊；（4）1928年12月從湖南省平江、瀏陽來

到井岡山的彭德懷、滕代遠的紅五軍。（1）、（2）在毛澤東改編袁、王土匪武裝

後合併成井岡山最初的紅軍武裝，1928年4月和朱德、陳毅部隊合併後改稱為紅

四軍。紅五軍則是晚到的紅軍部隊。據前引毛澤東的回憶可知，井岡山一下子

聚集了這麼多紅軍部隊，在糧食供給和居住安排上發生了困難，兩支紅軍部隊

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對

立，在革命過程中被

激化。以往由土著民

包攬的縣政權，如今

卻要與移住民共享權

力。1928年，在革命

鬥爭籠罩下的族群利

益爭奪中，掌握兵權

的「客籍」佔了上風，

掌握黨權的「土籍」暫

居下風。莫斯科召開

的中共「六大」鎮壓土

匪決議，歷時半年傳

達到井岡山時，土著

民的「黨」終於有了向

移住民的「槍」發難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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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衝突不斷cs。其實，紅四軍與紅五軍之間的矛盾似乎並不僅限於此，在革

命路線上還存在8很大分歧。圍繞「六大」決議，紅五軍和紅四軍意見相左，紅

五軍明顯站在地方黨組織——土著民的一方。

如前所述，「六大」決議含有處決紅軍中土匪的內容，當決議傳達到井岡山

山時，土匪出身的袁文才和王佐首當其衝。紅軍將領對於如何看待和執行中共

中央的指示意見分歧。紅五軍和中共永新縣、寧岡縣委員會力主按照決議指示

立即除去袁、王，而紅四軍的毛澤東認為袁和王都是共產黨員，而且為中共井

岡山根據地的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竭力反對。1月4日，瞞8袁、王，紅四軍、

紅五軍的幹部與中共寧岡、永新縣委員會召開了聯合會議，參加者有毛澤東、

朱德、陳毅、彭德懷、譚振林、陳正人、永新縣委員會書記王懷、寧岡縣委員

會書記龍超清等，在處分袁、王問題上激烈論戰。據陳正人事後回憶，王懷和

龍超清是袁、王的宿敵，力主處死二人ct。陳正人作為當事人，他的回憶是很重

要的線索，但是，他說龍超清、王懷與袁、王是「宿敵」，則有一辯之必要。龍

超清和袁文才早在國民革命時期就已經相識合作，是袁文才的入黨介紹人，最

初毛動員袁文才的時候，龍超清還一度充當過袁方的代表。二人交惡應該是在

井岡山革命化之後，特別是袁燒毀書院事件之後。王懷和王佐也不是「宿敵」，

因為1927年袁、王曾經從監獄中將王懷救出。因此，確切地說，王懷和袁、王

對立的激化也是在1928年以後。會議討論的結果，據滕代遠的報告稱，紅軍的

主要負責人主張處死袁、王，但是在毛澤東的說服下，最後對袁文才、王佐持

寬容態度的意見始佔多數。

毛澤東的意見是他對蘇維埃革命的地方性特徵理解的產物。在井岡山革命

根據地建設中，正如袁文才對毛澤東佩服得五體投地一樣，他對移住民出身、

亦武亦文的袁文才也不無欣賞之處。1929年2月，毛澤東率紅四軍主力部隊離

開井岡山之時，特地將袁、王一體的袁文才單獨叫出，以參謀長之職令其同

行，而將王佐的三十二團留下，和彭德懷部隊一起留守井岡山，這不能不說暗

含了保護袁文才之意。然而，袁文才命合當絕，當紅四軍行軍抵達湖南省南部

的途中，能讀會寫的袁文才偶然看到了「六大」決議，可以想見袁文才所受到

的震動，自然對要將自己置於死地的革命產生懷疑，於是思鄉心切、本來就

不願意離開故土的的袁文才悄悄離開部隊，溜回井岡山。何長工得知袁回井岡

山後，和王佐一起說服袁回到紅軍，從此袁和王又一起擔當指揮三十二團的

工作。

然而，死神正在接近袁、王。渾然不知的袁、王沒有充分估計到，在朱

德、毛澤東部隊離開井岡山後，井岡山的力量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寧岡

縣、永新縣委員會、彭德懷紅五軍以及中共中央派遣的視察員彭清泉，在殺

袁、王一事上意見一致無二。一個秘密處死袁、王的計劃業已形成。

1929年2月25日，前引楊克敏報告稱袁、王出身土匪，「非常狡猾」，小資產

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主張立刻將二人處死。他認為，「我們與他們的利益衝突，

終究是要爆發的。如果不及時早早加緊（對）他們群眾的奪取，不獨現在阻礙工

作，而前途是很危險的」dk。同年5-8月間，湘贛邊區特別委員會書記鄧乾元在談

到土匪問題時也說道dl：

「六大」決議含有處決

紅軍中土匪的內容，

渾然不知的袁、王沒

有充分估計到，在朱

德、毛澤東部隊離開

後，井岡山的力量格

局已經發生根本變

化。彭德懷紅五軍以

及中央視察員彭清

泉，在殺袁、王一事

上意見一致。1929年

2月，楊克敏報告稱

袁、王出身土匪，

「非常狡猾」，小資產

階級意識非常濃厚，

主張立刻處死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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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

袁、王對我們處處懷恨，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下，

亦與我們關係日趨惡化。過去對土匪的緩衝政策，現在已是不能再用。

而紅五軍的彭德懷雖然一度服從毛澤東的意見，同意不殺袁、王，但並不代表

他贊成毛的意見dm。彭德懷政治上失勢後，毛澤東在重上井岡山回憶當年的情形

時說道：「這次重上井岡山，往事都想起來了。⋯⋯我們軍隊Y也不那麼純，軍

隊Y也有派吆。」「大大小小的事沒有斷過，井岡山鬧過⋯⋯」dn。毛的話雖然可

以泛指井岡山革命政權內部的矛盾，顯然具體所指的就是彭德懷。意味深長的

是，彭德懷在口述的回憶錄Y，則把殺害袁文才、王佐的責任，盡皆推到了時

任湘贛邊區特別委員會書記朱昌偕和秘書長陳正人身上do。可是，從1930年2月

23日袁、王被騙出受襲擊的具體情況看，紅五軍軍長彭德懷在殺害袁、王一事

上握有重要的決定權，至少沒有彭德懷紅五軍的參與，寧岡縣和永新縣委員會

的負責人斷不敢對袁、王二人下手。

當然，在處死袁、王問題上，中共永新縣和寧岡縣委員會的土著民幹部的

作用不可小視，袁、王之死和他們的鼓動策劃密不可分。據陳正人說，「袁文才

個人英雄主義很嚴重，自己有點見解，個性也比較固執，有點看不起寧岡當時

的縣委書記龍超清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因此他們之間有些矛盾」dp。陳正人作

為當事人，按照彭德懷的說法他對袁、王之死也負有一定的責任，不過他的證

言提到謀殺袁、王帶有排斥移住民的色彩則是可信的。和陳持同樣意見的還有

主張殺害袁、王的中共贛西南特別委員會幹部劉作撫，他也指出事件背後有排

斥「客籍」的色彩dq。另一個證人中共幹部陳伯鈞證言道dr：

寧岡的土客籍鬥爭很尖銳，土籍把客籍逼到山邊，土籍也有部分很進步的

人，如縣委書記龍超清、團委書記蕭子南，鬥爭堅決。袁文才掌握了武

器，他們有些不相信袁文才，他們之間有鬥爭，這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

置袁文才和王佐於死地後，紅五軍為了收攬人心，發給袁、王部下每人五

元錢，將二人的部隊解散和改編。然而，當獲知了袁、王之死的真相後，袁、

王的部下重新結集起來，袁文才的部下謝角銘組織保Ð團，投靠國民黨，成為

積極反對共產黨的力量，王佐的弟弟則重新佔領了井岡山。曾經孕育了中共革

命的星星之火不復存在，直到中共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為止，井岡山始終為反對

共產黨的勢力所控制。

五　結語：革命的社會史詮釋

可以看到，土匪出身的中共黨員、紅軍將校袁文才、王佐之所以被地方

黨組織和紅五軍所殺害，不能單純地從黨內意識形態鬥爭上加以說明。二人之

死的背後，還同井岡山地方社會固有的對立——土著民勢力和移住民勢力的對

殺了袁文才和王佐

後，紅五軍想收攬人

心。然而，袁、王的

部下在獲知了二人之

死的真相後，重新結

集起來。袁文才的部

下謝角銘組織保Þ團

投靠國民黨，王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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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武裝革命的星星之

火不復存在，直到中

共革命取得全國勝利

為止，井岡山始終為

反對共產黨的勢力所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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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有8密切關係。意識形態鬥爭和族群對立不是平行的兩組矛盾，在井岡

山地區革命化的過程中，原有的族群對立內化到中共地方黨組織之中，並以黨

內鬥爭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中國革命日漸遠去，當回首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時，學界形成了兩種

觀點，一種是以情感拒絕為表徵的「告別革命」的態度，一種是以理性反思為取

向的「再闡釋」。在我看來，這兩種觀點均沒有跳出以往的解釋框架，即按照業

已概念化、模式化的革命理論來思考中國革命的實踐。本文試圖將「革命」納入

到中國社會複雜的地方性語境Y，對其進行社會史的詮釋，通過把革命還原到

地方性的語境，揭示了圍繞中國革命的兩個重要問題，具體而言如下：

第一、革命與地方性語境的關係問題。蘇維埃革命根據地是中共走向武裝

鬥爭的最初嘗試，以往在論述這段歷史、乃至整個革命史時，論者傾向於從黨

內意識形態的「左」、「右」對立上來做闡釋，這不失為一種解讀方法。但是，如

果把革命實踐放到地方性語境Y來審視，我們發現對革命的解釋很難用一種單

一的模式來概括。圍繞井岡山袁、王事件的意識形態鬥爭和地域社會的矛盾關

係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過程中，就中共與流氓無產者（土匪）的關係而言，值

得注意的是地方文本（根據地關於土匪的方針）和中央文本（「六大」關於土匪的決

議）之間存在8不相一致之處。在中共黨內，農民出身的毛澤東非常重視尋找和

培養革命的載體，是最積極地評價土匪、會黨「革命性」的一員ds。早在國共合作

時期，毛澤東就指出這類人有勇敢奮鬥精神，如果予以適當的指導能夠成為革

命力量，他甚至把農村社會各種流氓無產者也視為貧農階級，稱之為革命的先

驅dt。失去土地的流氓無產者能夠成為中共革命載體的預斷，在秋收起義後的蘇

維埃運動中得到了證明。據日本學者穴戶寬的統計，紅軍士兵的階級成份除貧

農和勞動者之外，存在眾多的流氓和土匪出身者，在極個別的部隊Y，其比例

甚至高達22%（紅一軍）和32%（紅二軍）ek。從1930年10月毛澤東對江西省興國縣

的調查可知，毛區分的九類流氓無產者一般都歡迎革命，不但沒有一個人反對

革命，其中還有十人當上了共產黨區、鄉政權的領導，一個人成了游擊隊的指

揮el。因為流氓無產者的政治態度和根據意識形態要求所制訂的革命策略存在距

離，各個蘇維埃根據地對「六大」土匪決議的執行也不盡一樣，比如蘇維埃運動

蓬勃開展的鄂豫蘇維埃根據地，在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提出的〈軍事問題決議案〉

明言，動員一般土匪會眾反對其首領，在動員土匪組織參加土地革命後，對土

匪首領，除非必要的時候對其進行拘捕，不能處死土匪首領em。而在中共鄂西蘇

維埃根據地第二次代表會議上，大會批判了以往對土匪「完全信賴」和「完全排斥」

的兩個極端，聲言必須動員所有漢流（哥老會）、土匪組織的會眾en，即使對於兵

變士兵，也不要將其視為兵痞，而應視其為可以聯合的民眾eo。中共的中央文本

和地方文本的差異表明，兩個文本產生的語境有所不同，前者是高高在上的最

高指導部（背後是蘇聯和共產國際）根據意識形態要求制訂的革命實踐指南，而

後者則在中央文本和革命現實（地方性語境）之間的緊張中產生，從而與前者有

所區別。在如何處分袁、王問題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內部發生的分歧表明，

左右地方性文本的語境因人因時因地、甚而因為固有的社會矛盾關係而發生了

中國革命日漸遠去，

當回首二十世紀中國

革命歷史時，學界形

成了兩種觀點，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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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化、模式化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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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在我看來，應該

把革命還原到地方性

的語境，揭示那些圍

繞中國革命的更細緻

複雜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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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Y，則很可能得出抽象的、與事實根本相反的結論。

第二、「革命階級」邊界的模糊問題。一旦把革命文本置於地方性語境Y，

便不難發現區分革命／反革命的「階級」的邊界開始模糊，革命的概念、模式在

革命實踐中發生了很大的變異。比如在流氓無產者能否成為革命階級問題上，

中共的解釋是互相矛盾的。按照經濟地位來認識流氓無產者，無疑它是受壓迫

的階級，理所當然具有革命的傾向。但是，被納入到「階級」這個意識形態裝置

Y的流氓無產者對革命的態度是多樣的，很難一言以蔽之，有的確實走上了革

命，有的則走向了反革命。

鄂豫皖根據地在1930年2月成立後，同年9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批判

了以往排斥、鎮壓青紅幫、流氓、土匪政策的同時，對一些蘇維埃根據地、游

擊隊、中共基層幹部中哥老會、流氓、土匪出身者所佔比例過高一事也表示了

擔憂，指示要按照這些人的階級出身、政治立場、以及對群眾的態度這三個標

準重新估價這類人，以便決定是否允許這類人在根據地生存ep。無疑，這種政策

的調適乃是擔憂以追求利益為目的的土匪習性會損害蘇維埃根據地和中共軍隊

的純潔性。土匪加入紅軍後，確實有些例子證明土匪的散漫習性造成了很大問

題，對此，一貫強調可以將「流氓無產者」轉化為革命力量的毛澤東也表達了與

以往相反的觀點。1930年6月，紅四軍前敵委員會和中共贛西特別委員會召開聯

合會議，針對紅軍內部的流氓、土匪問題做出決議案。決議案認為，流氓通常

是指土匪、盜賊、兵痞等三十種類的人，其人數約為二千萬人，佔全國總人口

的5%左右。流氓的特徵為（1）脫離生產；（2）沒有固定職業，以欺詐行騙、搶劫

掠奪為能事；（3）生活上沒有紀律，等等，指出青紅幫、三點會、哥老會、紅槍

會、在理會等皆為流氓團體，其組織散漫且缺乏統一性，一般都具有反革命的

性格。決議結論認為，不僅要肅清流氓組織的首領，必要時還要肅清一部分乃

至全部會眾eq。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在土匪、「流氓無產者」政策上的轉換，與其

說是執行了「六大」決議的產物，毋寧說紅軍意識到吸收了大量土匪、流氓無產

者後，反過來使紅四軍自身有失去革命性的危險。

總之，在土匪、流氓問題上，中共的政策往往在意識形態與現實之間搖擺

不定，很難歸結為一種模式。一般而言，中共對蘇維埃內部的土匪採取的是肅

清政策，而在國民黨支配的地區，按照地方性政治力學的遊戲規則要求，中共

一般採取的方針是促使土匪內部分裂，將會眾改編為中共領導下的游擊隊er。甚

至，當中共勢力弱小、來自外部的壓力增大之時，紅軍還採取了與土匪為伍的

更為靈活的行動方式es。在這Y，中共不但遭遇了自己所設置的區分「階級」標準

和以「階級」來認知中國社會的困境，從而不得不在其政治實踐中模糊「革命階級」

的邊界，而且中共組織本身的「革命性」也受到了自我的質疑。在密謀誅殺袁文

才和王佐問題上，那種指責毛澤東時代的井岡山革命政權「是一種特殊情形的奇

怪組織，亦是一種會匪式的組織」et的言論，正說明了這一點。

從上個世紀最後十年開始，歐美的社會史研究發生了根本變化，其中一個就

是被中國社會史拋棄不問的政治史研究回到了社會史家的視野Y。社會史關注政

治史並不是要端起這碗被忽略的冷飯來咀嚼，而是因為在接受後現代洗禮之後的

我們在解讀各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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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地方性的語境

中，則很可能得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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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者能否成為革命

階級問題上，中共的

解釋是互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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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會史認識到，在權力／知識互相包容的關係下，政治幾乎和所有社會史問

題相關聯fk。從本文的上述爬梳不難看到，袁、王事件的意義遠遠地超出了個人

命運悲劇和黨內政治鬥爭的範疇，涉及怎樣認識中國革命所依託的社會語境的問

題。以該事件為切口，本文通過把「階級」消解在地方性語境Y的方式，嘗試了一

種重新詮釋中國革命的可能性。就中國社會史研究而言，地方性的ó述在打破了

業已僵化的、結構的、整體的研究範式之後，為自己撐起了一方嶄新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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